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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儒家关于“大人”所应该具有的品德和能力的这些思想，对我们从事各种工作，包括商业活动，是有重要启发意义

的。他们所说的“大人”，并不等于通常意义上的“好人”，也不是俗见上的所谓“大人物”，因为并不是任何的

“好人”或者“大人物”都有很高的水平，而儒家的“大人”，一个重要特点是有“权变”的智慧，能在风云变幻中

干出一番大事业来的人；同时，儒家所谓的“大人”并不等于完人。而且，由于权变处事，就很可能因某些过失而受

人责难，遭舆论攻击，其实，这并没有什么可怕的，可怕的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受不得一点屈辱。还是孔子说得好：

“成大事者，不恤小耻。”可想而知，干大事还会没有缺点吗?别人批评一点有什么关系!应当是襟怀坦荡，以事业为

重，个人的利害、荣辱算不得什么，这才是孔、孟所称赞的“大人”！ 

  关于这一点，如果研究一下《论语》中记载的“子见南子”一事及朱熹对此事的评论，我们也能够从中得到启

发。孔子一次去卫国，卫灵公之夫人南子请见，孔子推辞不过，不得已而见之。南子有淫 行，因此孔子的弟子子路

表示不悦，孔子为此还曾对天发誓，表示自己是清白的。对此，朱熹评论说，孔子不得已见南子，这只是一个礼节问

题，至于南子的品行如何，当然不会对孔子这种“圣人”有什么不良影响的。朱熹针对子路的不悦，在注中写道：

“圣人道大德全，无可不可。其见恶人，固谓在我有可见之礼，则彼之不善，我何与焉。”（朱熹著《四书章句集

注》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见《论语·雍也》之注） 

  朱熹的这句话说得精采，对儒家的权变思想及孔子的人格特征，是理解得相当深刻 的。只要自己行得正，守礼

法，我们就不怕与各种人打交道，至于在何时与何种人交往，那就看需要了。当然有时是人际交往中礼节上的需要，

有时则是一种特殊的需要。为了取得一定的正当利益，达到某种目的，应当说与什么人都是可以打交道的，不应当有

什么忌讳。我们在商业活动中，如果这样的人不见，那样的人也不谈，我们还能做什么事情呢?至于出于礼节上的考

虑，接触一些人，那就更不必象子路那样看得太严重了。说来说去，还是“权”的问题，权衡利害，分别轻重，然后

再决定自己的行为举止，无关大局、不损害原则即可。“大人”者，可以说是一些忌讳很少的人。实践证明，忌讳很

多的人，是成就不了大事的。 

  儒家的“权变”思想，也可以说是人们达到了很高境界的一种意志自由。所以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，儒家所谓

的“大人”，是一种能够把握自己的、意志自由的人。在《论语》中记载了孔子这样一句话：“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

适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与比。” 朱熹在注这句话时，引用了谢氏的解释：“适，可也，莫，不可也，无可无不可，苟

无道以主之，不几于猖狂自恣乎?此佛老之学，所以自谓心无所住而能应变，而卒得罪于圣人也。圣人之学不然，於

无可无不可之间，有义存焉。”（见《论语·里仁》注）这就是说，在商业活动或其他重大活动中，只要是以“义”

为依归，至于采取何种方式，这是有个人选择自由的，不必拘泥于某种固定方式。当然，在各种情况下，因时、因地

不同，如何做出自己恰当的选择，那就是个权变水平问题了。 

  现实经验也告诉我们，在事业上有作为的人是需要有度量的，因此，在一定的原则范围内，应当有宽容精神，而

这样才有“权”可言。从儒家经典中的记述来看，一个人只要是在维护基本原则，在进退、适从方面，究竟是采取哪

种方式，都是无所谓的，不必过分计较，不必看得太重。从权变的观点看，如果是据于“义”，那么，人们的不同选

择，就无所谓对还是不对了。这样，才能达到孔子所说的“从心所欲而不愈矩”那种高超的境界，成为孟子所称道的

“大人”。在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中，只能做“大人”，而决不能做“小人”，否则是很难成就一番事业的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三 “有所不为”与“有所为”的辩证法 

  人们常说，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，或者说，有所为者必有所不为。这句话是一种经验总结，其中充满了辩证

法，因此也是一种智慧。当然，如何正确选择“为”和“不为”，恰当地处理二者的关系，这就是水平问题了；在一

定的意义上可以说，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水平的高低，则取决于对儒家“权变”思想的把握和运用了。 



  儒家学派一贯主张实行仁政，在社会管理方面，坚持德治主义。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孔、孟等儒家思想家提出的

“无为而治”思想。什么是“无为而治”呢？在儒家的经典中，孔子是“言必称尧舜”的，在他们的心目中，尧舜是

最高的典范。据《论语》记载，孔子说：“无为而治者，其舜也与?夫何为哉，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”朱熹在注中做

了这样的解释：“无为而治者，圣人德盛而民化，不待其有所作为也。独称舜者，继尧之后，而又得人以任众职，故

尤不见其有为之迹也。恭己者，圣人敬德之容。既无所为，则人之所见如此而已。”（见《论语·卫灵公》注）很明

显，孔子说的是一种高明的治国之道，但是，作为一种具有辩证法精神的思想方法，一种智慧，对培养出一种高明的

经商之道也是会有启迪的。人们常常能够发现，在现实社会中，那些高明的政治家的智慧，往往是一般商人所望尘莫

及的。所以，在日益激烈、复杂而且充满风险的现代市场竞争中，很需要那种高明的政治智慧。实践证明，不懂政治

的人，在商业活动中也很难有大的作为。 

  孔子的这段话意思是说，舜帝为什么能把天下治理得自然太平呢?没有什么秘诀，他只是庄严端正地坐在帝王的

位置上罢了。这就是说，舜帝并不是靠自己在行政管理上做多少事情，而主要是靠自己德高望重的权威影响。所以，

这样，人们虽然没看到君主有什么作为，天下却治理得很好。这便是孔子“无为而治”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。但是，

儒家学者更多地是在另一个意义上来谈“有为”与“无为”的关系的，即认为那些高明的统治者必须要有所不为才能

有所为。 

  《孟子》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：子产在主持郑国国政时，曾经用自己的车子帮助老百姓渡河，可谓爱护百

姓了。可是，孟子说，这种施小惠于民的办法，是不懂政治的表现 (“惠而不知为政”)。因为，如果为老百姓去修

一座渡河的桥，使他们免去渡河难的苦恼，君主不必费心去管那些琐事，也会使政治稳定的，又何必去帮助每一个人

呢?同时，一个君主要治理国家，所谓“日理万机”，精力毕竟有限，你如果想使每个人都高兴，那是很难的，因为

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。如孟子所说：“为政者，每人而悦之，日亦不足矣。”这样，作为统治者的君主，就必须通过

“权”，而决定何者必须“为”、何者“不必为”。这才能算是懂政治了，才能说是有政治智慧。 

  孟子认为，一个统治者在处理国事的过程中，不能事事有为，只能是有所为也有所不为，这个思想是很有价值

的。可想而知，在其他的事业中，包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，在商业活动中，这个思想方法，是有特殊价值的。很显

然，一个高层次的经营者或者说商业管理者，不可能、也不应当面面俱到。相反地，如果面面俱到、事必躬亲，必然

是穷于应付而处处被动，顾此失彼。实践证明，高明的管理者则与此相反，他们善于集中精力把主要的、事关全局的

工作抓紧抓好，而宁可放弃一些应当做、但毕竟是次要的事情。也就是说，必须是“有所为也有所不为”。 

  关于这个道理，孟子说得很精辟：“人有不为也，而后可以有为。”朱熹在注这句话时引了程子的解释：“有不

为，知所择也。惟能有不为，是以可以 有为。无所不为者，安能有所为邪?”（见《孟子·离娄下》注）这个道理很

明显，无论是政治领导者还是经济领导者，如果什么事情都亲自去做，或者什么事情也不想漏掉，其结果很可能是一

事无成。而且在千头万绪的经营活动或者管理活动中，何者该为，何者不该为，何者必为，何者不必为，这是需要仔

细权衡，然后做出选择的，否则，将无从做起。这里的关键，是要懂得为了有所为，必须要有所不为。这也应该成为

一种高超的商业智慧。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中，充满了风险，同时也充满了机会。因此，成功的经营管理者，

不但要及时地抓住有利的机遇，而巧妙地躲避各种风险。这也就是“有所为，有所不为”的智慧。 

  无论是在政治活动中还是在经济活动中，特别是对于管理者来说，对上级提出意见或者建议，对同僚或下属进行

批评、劝导，这都是必不可少的事情。但是，生活经验告诉我们，这种事要做得各个方面都满意，那是很难的。因

此，这种特殊行为的选择、取舍，是需要认真权衡和谨慎行事的。这就要求人们仔细研究对象及其实际处境，不可想

当然，不可以己度人，要权衡一下哪些话该说，哪些话不该说，哪些话可以说而不必说，说哪些话时要适可而止，等

等。总之，要适度、得体、自然，方可收到有效结果；否则，会好心不得好报，事与愿违，适得其反。可见，这里也

有个“权”的问题，即要有所为又能够有所不为，很显然，这是个辩证法的思维艺术问题。在这方面，儒家经典中的

一些记述，也会使我们得到启发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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